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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用於解釋美國國會立法過程的立法理論，皆假定立法機構

中存在一多數黨，且無法對多數黨在黨內同質性與黨際分化程度發

生變動時的積極議程設定權提出明確的預測。針對僅有單一立法樞

紐（即多數黨或聯盟）的台灣立法院，本文提出一個積極議程設定

理論模型，解釋此立法樞紐在不同條件下的積極議程設定權與立法

成功。本文預測多數聯盟施展積極議程設定權的能力會受到提案推

動成本（例如聯盟席次大小、單一政黨或多黨組成多數聯盟）與提

案優先性的影響。這些由本文模型推導出的假設，在過去的研究中

皆未曾被提出。為了更嚴謹檢驗這些假設並獲得更穩固的經驗分析

結果，我們蒐集第二至第六屆（1993-2007）所有的立法提案。本文

的假設在經驗分析與質性探討中獲得很高程度的支持，顯示出多數

聯盟的積極議程設定權相當程度上受到協商成本與提案優先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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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此外，有別於過去的經驗分析結果，本文發現分立政府並未對

行政院提案通過與否造成不利的影響。這些結果對於我們在理解台

灣立法僵局與行政立法關係上有很大啟示，同時也推翻過去對藍綠

無法共治的刻板印象。

關鍵字：立法院、議程設定、分立政府、多數聯盟、藍綠共治 

壹、前言

關於立法機關中誰是最主要影響政策結果的行為者以及形

塑政策結果的過程為何，是過去三十年來關於立法組織與立法

過程最重要的辯論主題之一。Shepsle（1979）關於結構誘發性

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的文章開啟了這場辯論，

將美國國會中委員會在形成與穩定政策結果上的重要角色理論

化。他指出委員會制度促使議員可以將一多面向的決策化繁為

簡，成為數個單面向的決策，如此可以解決政策結果的不穩定

與混亂。其後，Shepsle和Weingast（1987）進一步指出，委員

會因具有守門權（gate-keeping power）以及在協商委員會中的

事後否決權，使其在最終政策產出上擁有主導性的影響力。而

Marshall與Weingast（1988）則從委員會作為議員進行政策交

換及政治利益交易的基礎上，對委員會何以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提出另一種機制。這些強調委員會在立法決策上重要性的研

究，被稱為立法組織的分配理論（distributive theories of legisla-

tive organization）。

Giligan和Krehbiel（1987; 1989）以及Krehbiel（1991）提

出立法組織的資訊理論（informational theories of legislative or-

ganization），成為另一個解釋誰是立法過程中的主導者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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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觀點。他們主張委員會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滿足院會的中位

議員獲取政策資訊的需求。院會透過有條件的賦予委員會制度

上的特權，例如不修改委員會提案，誘使委員會朝向專業化並

從中獲取政策影響力。因此，院會的中位議員才是建構立法組

織與影響立法政策的重要行為者。
1

有別於前幾個理論，Cox 與McCubbins（1993）提出的政

黨主導理論淡化了委員會及院會中位議員的重要性，轉而強調

政黨如何像個立法巨靈般控制委員會的組成，運用委員會的分

配與審查程序來誘導或規範其成員支持整體政黨利益。Rhode

（1991）以及Aldrich和Rohde（2001）則提出條件式政黨政府

（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觀點，認為在黨內偏好同質性

高而黨際偏好差異大時，政黨成員將授予政黨領袖較多的權力

來推動其法案。Dion和Huber（1996）指出，多數黨可以藉由

控制擁有程序權力的程序委員會以增加對政策的影響力。儘管

在政黨擁有立法權力的基礎條件上有所差異，但這些研究都是

強調美國國會中政黨的重要角色。

Cox和McCubbins（2005）進一步將政黨對議程設定上的

影響力理論化，並主張多數黨藉由議程設定的運作使其得以影

響政策結果，他們認為多數黨透過消極議程設定權（negative 

agenda settings）與積極議程設定權（positive agenda settings）

的運作主導了立法過程。多數黨可以運用消極議程設定權將違

反其利益的提案擋下，而積極議程設定權則使政黨能推動其偏

1 關於他們對不同立法組織理論的檢閱，可參閱Krehbiel（2004）以及
Evans（2010）。Chiou（2011）檢視關於這些理論中與事實不符的假定
如何影響其推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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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提案。Cox和McCubbins的程序聯合壟斷理論（procedural 

cartel theory）與Aldrich和Rohde（2001）的條件式政黨政府有

兩個主要的區別。首先，前者以消極議程設定權為理論核心，

後者則僅強調積極議程設定權。其次，前者主張多數黨的消極

議程設定權在缺乏強力黨紀與黨內同質性低的情況下仍不會減

弱。相反的，後者並未提出明確的預測當形成政黨政府的條件

（黨內同質性與黨際差異化）不存在時，積極議程設定權將如

何變化。

總結而言，上述三種關於立法組織的理論對於誰是美國

國會決策中的關鍵角色分別有不同的預測：委員會、院會，或

者政黨。而研究美國國會的學者對這些理論進行了許多經驗

（empirical）研究，發現政黨理論比其他理論得到更多的支持

（例如，Snyder and Groseclose 2000; Marshall 2002; Chiou and 

Rothenberg 2003; Roberts 2010）。

這些立法組織理論是否僅能運用在美國國會？近來關於

其他立法機構的經驗研究已發現這些理論確實有助於理解其

他立法機構的決策過程。例如，Whitaker（2005）與McElroy

（2006）便試著以這些立法組織理論對歐洲議會與聯盟進行研

究。他們對歐洲議會中的記名表決與委員會成員偏好進行分

析，發現在歐洲議會中，委員會成員的偏好是反映出其所屬政

黨的政策偏好，且隨著歐洲議會的立法決策影響力增加，政黨

也更會去掌控其成員的行動。

在大量經驗分析結果的支持下，政黨理論近來更加廣泛

的運用到其他立法機構上，Cox等人針對巴西與日本的國會進

行研究，結果皆符合多數黨運用消極議程設定權的預測（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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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uyama, and McCubbins 2000; Amorim, Cox, and McCubbins 

2003）。與美國國會不同的是，這幾個立法機構都具有較高程

度的政黨凝聚力，這使Cox和McCubbins的政黨理論在分析上

成為更有效的理論途徑。

本文試圖釐清在另一個政黨凝聚力相當高的國會機構中－

台灣立法院－政黨所擁有的施政影響力，而將如我們所觀察，

政黨凝聚力高的國會，政黨角色不見得即如Cox等所論述般單

純。
2 首先，在過去關於立法院的研究中，政黨理論比其他理

論更常被用來解釋立法行為。部份的原因在於過去針對立法

院中記名表決的研究發現政黨凝聚力高，尤其在2000年政黨

輪替後更是如此。
3 雖然Krehbiel（2000）提出很重要的理論分

析，發現政黨凝聚力高未必代表黨紀強（換言之，兩者是兩回

事），但Chiou（2007）在控制了偏好以及每次表決上的政黨

壓力後，確實發現在第二屆台灣立法院裡，政黨對黨籍立委在

記名表決上的決定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此外，先前大部份關於

立法僵局的經驗研究皆指出分立政府對立法產能具有嚴重負面

影響（黃秀端2003；盛杏湲2003），這些研究似乎顯示了多數

黨或聯盟對立法產能與政策結果確實有顯著影響。

2 關於台灣政黨在立院中的角色，過去大多在不同的研究主題中被提及，
而無專門以此為主題的研究。如楊婉瑩（2002）關於委員會決策角色
的研究發現，委員會在決策上的影響力未如政黨來得高。而羅清俊

（2004）針對特殊利益分配的提案與預算的分析發現，許多時候此類提
案的表決是政黨對決的型態。針對立委選擇參加委員會因素的分析中，

蕭怡靖（2007）發現政黨在委員會選擇上，扮演協調黨內幹部與不分區
立委參加冷門委員會的角色。這些研究雖未直接檢視政黨角色，但都間

接的顯示出政黨在立院不同領域上的影響力。

3 參見（盛杏湲 2008）的發現與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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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盛杏湲（2010）分析第六屆每筆提案之審

查進程，發現政黨在推動提案的審查以及決定法案內容上的影

響力較行政院來得低很多。我們從她的統計結果也發現多數聯

盟的國民黨與親民黨黨團的提案相較於行政院在每個審議階段

都受到較多的阻礙。在某種程度上，此研究結果顯示出，作為

一個強而有力的行政機關，不論是否獲得多數黨或多數聯盟的

支持，相對上很高程度都能使其提案順利審查。這與前段中支

持多數黨或聯盟具支配性立法影響力的經驗分析結果似乎有所

衝突。此外，何以組成多數聯盟的國民黨與親民黨在提案推動

上，反而遭遇較多困難。此種令人困惑的發現，顯示出進一步

探究多數黨或多數聯盟在立院中的角色、檢視其是否以及如何

在立法過程中具有高度影響力等課題的重要性。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焦點置於立院中最主要的任務

上－決定是否通過立法提案－並檢視多數黨與多數聯盟在實行

此項任務上的能力。事實上要研究立院多數在立法院中的權

力，最直接的方式是觀察其在通過提案上的能力。基於Chiou

（2007）的研究發現政黨在院會投票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因此研究多數黨或多數聯盟推動提案三讀的能力等同於檢視其

積極議程設定的權力，亦即確保他們偏好的提案能順利到達院

會二讀階段的能力，因為一旦多數黨或聯盟之提案可以進入二

讀，這些提案幾乎皆可通過成為法律。是故，我們以多數黨／

聯盟的提案是否通過來檢視其積極議程設定能力。

處理此問題看似簡單，但在理論與經驗分析上都有其困

難處。在理論上，我們缺乏演繹性理論做為經驗分析的基礎。

Cox和McCubbins（2005）的程序聯合壟斷理論（proced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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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l theory）著重於多數黨的消極議程設定權，而未對積極議

程設定權何時被應用以及如何施展提出理論基礎。而Aldrich

與Rohde（2001）所提的條件式政黨政府理論，雖對積極議程

設定權和政黨通過其偏好之法案的能力有較多討論，但對「條

件」不成立的情況下，則沒有任何預測。簡言之，目前缺乏一

個演繹理論來預測當多數黨在黨內同質性與黨際分化程度發生

變動時，其積極議程設定權或提案通過能力的變化。

此外，美國國會脈絡下發展出的理論運用到其他的立法機

關，時常會碰到困難。例如，當代美國國會一直都是兩黨制的

情況，但台灣立法院的政黨數目大部分時候多於兩個。在2000

年到2007年這段期間，甚至沒有任何單一政黨掌控過半席次，

因此，總是有一多數黨存在的假定便無法運用在立法院中。有

鑑於此，我們有必要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解釋在台灣憲政制度

下的立法機構中，多數黨或多數聯盟分別在提案通過與積極議

程設定方面有何異同及何因素造成差異性。

在經驗分析上，我們也面臨兩個難題。普遍來說，要系

統性的了解多數黨在每個提案上的偏好非常困難。在缺乏此資

訊的情況下，也就無法判定多數黨的影響力。例如，非多數黨

或非多數聯盟的提案通過時，隱含至少兩種可能性：一、多數

黨或多數聯盟毫無影響力，以致於無法阻擋其他行動者通過違

反其利益的提案。二、多數黨或多數聯盟具有影響力，但其他

行動者在預期立法多數的偏好下，策略性地提出符合多數黨或

多數聯盟利益的妥協版本。由於缺乏相關偏好的資訊，也就無

從得知哪種情況是正確的。因此，非多數黨或聯盟之提案（例

如，行政院提案）的通過機率無法被解釋成提案者或多數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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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之影響力。

另一個經驗分析上的挑戰，來自於此研究問題很難從單一

屆期的研究結果中得出普遍的推論。許多的因素，例如政黨席

次分配，在同一屆中通常是固定的或變動不大。針對單一屆期

的研究，將無法明確的得知這些發生在某一屆中的因素如何影

響經驗分析結果。在缺乏長時期的分析下，將無法確定某特定

屆期的統計結果是否能通則化，也無法探究其中隱含的因素如

何影響我們的推論。

為了解決這些理論與經驗分析上的困境，本文提出一個積

極議程設定理論模型解釋多數黨或多數聯盟決定是否通過一提

案之決定因素，並蒐集從第二屆到第六屆的所有提案，加上吳

東欽（2008）研究中被封殺於程序委員會的提案，總計近一萬

筆的資料來對假設進行檢驗。具體而言，由於多數黨並非一直

存在立院中，因此在沒有任何政黨過半的情況下將會形成多個

政黨組成的多數聯盟。如邱訪義（2010）的文章所提，由於立

法院中提案的通過只需要簡單多數，而且台灣政黨具有強力的

黨紀（Chiou 2007），因此本文假定，多數黨或多數聯盟是模

型中唯一決定哪個提案被審查並通過的立法樞紐。我們主要的

理論發現多數黨或聯盟是否通過某一提案，將受提案的優先程

度及推動成本所影響。本論文蒐集橫跨15年（第二至第六屆）

的長期資料，因此可控制並檢視制度（例如黨團協商制度）、

政治環境以及多數黨或多數聯盟談判籌碼多寡的影響。特別的

是，由於我們較能確定多數黨（聯盟）在自身提案上的偏好及

法案優先性，因而將分析焦點置於多數黨（聯盟）通過其自身

提案的相對機率上。此外，我們以附屬假定（auxiliary ass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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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的方式，推定何種情況下分立政府會對行政院提案通過

機率造成負面影響。為了使量化分析更為完整，本文針對多數

聯盟的黨團提案中，未能完成三讀的部份進行質性探討，以此

闡明多數聯盟的積極議程設定權在第五、六屆如何明顯的減

弱。

本研究有五個主要的發現。首先，由於聯盟內協調與談判

的成本較高，因此多數聯盟相較於多數黨在提案推動上需要付

出較高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而這也降低了多數聯

盟在通過其所屬黨團提案時的效率。第二，當多數黨（聯盟）

席次越高時，在協商與推動自身提案時將更有影響力。第三，

多數黨提案三讀成功率不比行政院提案低，但多數聯盟提案成

功率則明顯較低。第四，接近立委選舉或屆期末時，多數黨或

聯盟最大黨（也就是國民黨）將會在自身提案上施加更多推

力，使行政院提案受到排擠。最後，行政院提案並未因一致性

政府而提高其通過機率。

簡單來說，本文針對未必存在多數黨的立法機構提出一

個積極議程設定理論，並推導出何種條件下立院多數積極議程

設定權會較大。多數黨或聯盟的提案通過率可高可低，端視多

數黨存在否、席次大小及提案時間點而定。不同於Aldrich和

Rohde（2001）的條件式政黨政府觀點，本文積極議程設定理

論除可應用在政黨聯盟的情況下，且提出之假設也不一樣。此

理論針對立法多數在不同組成方式下的積極議程設定與立法成

功提出預測，使前文所提及經驗與理論分析上的矛盾與困惑獲

得解釋，這些理論操作可運用到其他存在單一樞紐之立法機構

中的積極議程設定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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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後續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中首先對台灣立法院的積

極議程設定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並從中導引出相關假設。關

於研究資料、經驗分析結果及其意涵的討論將放於第三節中。

為了更進一步闡述量化結果，第四節中將針對第五、六屆多數

聯盟未通過之提案，質性探究其背後因素。最後一節則為本文

的研究結論。

貳、理論與假設

建立新的積極議程設定理論之目的，在於以形式化（for-

malization）方式，提出一個更嚴謹的演繹理論，以填補當前

理論發展的空缺。
4 為達此目的，以下從一個能捕捉到立法多

數決策本質的簡單模型，作為推論的基礎。

具體而言，本文的極積議程設定理論建立在一個多數聯盟

的決策理論上，其所運用的是決策理論模型，而非賽局理論模

型。目的是想要突顯出政黨在推動提案上的決策考量所牽涉到

的因素，並使理論推演中的直觀假定更清晰易懂。
5 為了簡潔

起見，在模型的描述中，多數聯盟一詞同時指涉單一多數黨或

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盟的情況。

依據Krehbiel（1998）以及Chiou和Rothenberg（2003; 

2009），立法樞紐一詞意指，在提案的審查制度上，若缺乏某

4 形式化，即以數學式表示之，其目的在使我們推論過程中所用各種假定
（assumptions）明確化而推論邏輯透明化，以利吾人思考，並更容易改
進或批判之。

5 誠然，賽局模型比決策模型易納入行為者之間策略性互動，見邱訪義
（2010）更細膩的說明及更深入的演繹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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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同意則無法通過時，此行為者被稱之為立法樞紐。依據

每個立法機構制度設計的差異，立法樞紐可能為一個或多個。

而在台灣立法院制度下，個別立委在一讀中對提案的阻擋或者

委員會召委對提案的擱置，皆不能被視為立法樞紐，因為立院

多數隨時可在院會中透過表決推翻個別立委與委員會的決定，

加上提案在完成三讀時僅需要院會過半多數同意，因此相較於

個別立委與委員會召委，立院多數為一個實質的樞紐。

在1997年的修憲之前，不但行政院具有覆議權且欲推翻

覆議案需要立院中三分之二的高門檻，因此存在另一樞紐，

即反覆議樞紐（override pivot）。然而根據Chiou和Rothenberg

（2009）的理論架構，在強力黨紀下，反覆議樞紐很可能會被

拉至與多數聯盟樞紐相近的位置。加上在修憲之後，推翻覆議

案的門檻降低為二分之一，導致反覆議樞紐也即是多數聯盟。

因此在政黨具有高影響力的情形下，1993年到2007年這段期

間，如同邱訪義（2010）之文章，可以合理的假定多數聯盟為

決定提案是否通過的唯一樞紐。

這裡須澄清解釋為何我們沒有設定行政院為另一樞紐。

一來，行政院雖在立法過程中具有覆議權，但如上述，其並非

法案通過與否的關鍵，因為只要有一定門檻以上的立委人數支

持，行政院覆議即可被推翻，所以關鍵是反覆議樞紐。二來，

不可否認行政院對其所屬政黨之黨團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兩

者終究為兩個個體，其產生方式不同而偏好也不見得一樣。至

於行政院如何影響黨團及其影響力如何，則超乎本文探討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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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6

此外，在國民黨掌控行政院與立法院多數時，雖然行政院

可透過許多手段對立法院黨團成員施加相當的政黨壓力，但仍

時常無法掌控黨團立委的決定（Chiou 2007），這反映出行政

院與國民黨團偏好並非總是一致的。此外，多數黨並不會總是

贊同行政院的提案或將其置於優先地位，例如那些僅是施政上

之例行提案或反應官僚利益的行政部門提案。總而言之，即時

在一致性政府時期，理論上仍應區別行政院與多數黨團。
7

在說明為何將多數聯盟作為本文理論核心後，以下就模

型中的概念與多數聯盟的效用函數做出定義。首先分別以 M 

和 xm 表示多數聯盟和其政策理想點（ideal point），xm 為 k 維

（k 為任一正整數）空間任一實數（i.e., xm ∈ Rk
）。在模型中，

M 將會在 k 個面向政策空間上，考量是否做出政策改變。而  

q ∈ Rk
（q≠xm）和 y ∈ Rk 

分別代表政策現狀（status quo）與模

6 此外，可以想像在某些政治環境或條件下，在立法過程中存在多個立法
樞紐，但本文欲專注在最明顯和重要的樞紐，並先釐清在我們的假定

下，我們可以得到何種洞見，而讓未來的研究探索加入其它可能樞紐是

否及如何影響結果與解釋力。

7 一個好的演繹理論必須有良好的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因而需
要盡可能將不同的行動者視為個別的決策者。若將兩個具有不同偏好或

被賦予不同制度權力的行為者視為一個單一行動者，等同於假定兩者在

本質上沒有差別，這種過於武斷的假定可能使理論模型產生誤導或不正

確的結果。另一方面而言，將模型中的每個個別行動者視為獨立決策者

的作法，時常會增加理論推導的難度或累贅，因而研究者需視每個理論

的目的來做出衡量。而進行衡量時一個基本原則是，除非會造成理論發

展的困難或太累贅，否則應盡可能將不同決策者的差異性納入考量。基

於上述觀點，由於行政院與多數黨團各自具有提案權，且兩者偏好並非

總是一致的，因此在不會造成理論推導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在理論

上把行政院與多數黨團視為兩個獨立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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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內最終政策結果。假定當 M 決定推動提案時，需要付出成

本 C ∈ R，而 C = c + ε，其中 c > 0，且 ε ∈ R 有一隨機分配，而

其累進機率分配為 F(ε)，也就是說通過法案的總成本是具有不

確定性。
8 接著，以 γ 代表 M 對政策與推動成本的相對權數，

也就是 M 的法案優先性。當 M 選擇保持現狀，其效用為 -γ(xm 
- q)'(xm - q)。若 M 決定更動現狀並選擇 y 的情況則 M 的效用

為 -γ(xm - y)'(xm - y) - C。9

如圖一所示，整個決策樹（decision tree）有三個階段：

（1）針對提案 z ∈ Rk 
政治環境（Nature）決定 ε 值並只告知 

M，（2）M 決定要維持現狀 q（決策結束），或者對此提案

進行審查，（3）當 M 決定審查提案時，便會選擇一個最適政

策 y 並三讀通過之。

圖一　多數聯盟之決策樹

8 我們假定 F(-c) 很小，這意謂著成本通常是正的。
9 本模型以二次平方（quadratic）效用函數來做為多數聯盟的效用型態使
其更具直覺性。然而就算改為一般較常使用的單峰政策偏好（singled-
peaked preferences），本模型的推論結果也不會有所轉變。關於單峰政策
偏好的定義，參見邱訪義（2010）。

Natrue M

ε

M 最適政策

封殺

考慮審查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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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主要的理論焦點是一個提案完成三讀的事前預期機

率（ex ante expected probability），以 pr(y ≠ q) 代表。這個機率

代表從旁觀者的角度或者在決策開始前，某提案 z ∈ Rk 
被審查

並且以原始版本或 M 的修正版本完成三讀的機率。將焦點放

在此項機率的理由在於，通常只有決策協商的參與者比較了解

一項提案推動成本的高低。換句話說，政治環境（Nature）透

露出的資訊，只有在決策階段（2）與（3）中的 M 能夠精確

獲知。在此要注意的是，我們並非認為 M 在決策時擁有所有

資訊，相反的，我們所要強調的是 M 相較於其他旁觀者，如

研究者，具有較多資訊的事實。
10

在此以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來解此機率，在最

後階段中，M 會選擇自己的政策理想點並通過此提案。基於

此結果，在階段（2）中若 M 決定維持現狀，則會得到 -γ(xm 
- q)'(xm - q)，反之則為-c-ε。因此，當 ε < γ(xm - q)'(xm - q)-c

時，M  將對提案進行審查。由此得證以下命題（proposi-

tion）。

命題一： 在模型的假定下，Pr(y≠q) = F(γ(xm - q)'(xm - q)-c)

由此命題可推導出以下命題引申（Corollary），以對此機

率做比較分析。

命題引伸一： 在模型的假定下，Pr(y≠q) 會分別隨著 γ and (xm 
- q)'(xm - q) 增加而提高，但隨著 c 增加而降

10 此設定曾被用在最佳反應均衡（quantal response equilibrium）的推論中，
參見 Signorino和Yilmaz（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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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1

儘管本文模型十分簡單，但可以使我們的推論邏輯清晰嚴

謹並協助我們從中推導出假設。詳言之，由於我們比較清楚多

數聯盟在自身提案上的偏好及優先性，因此模型以多數聯盟的

提案為焦點，而導引出來的前四個假設也是針對此類提案。從

命題引伸一中可知，推動成本越高，三讀機率越低。而多數聯

盟所需要的推動成本很明顯的會比單一多數黨的情況來得高。

一般而言，多數聯盟的偏好分歧程度會比單一政黨要嚴重。加

上在強力黨紀的情況下，聯盟中的各政黨所屬成員比較會分別

採取一致的行動，這些因素會造成多數聯盟中容易出現較多協

商破裂的情況。此外，多數聯盟（即使在偏好同質性較高時）

在彼此協調何時與如何透過動員來推動其偏好的提案進行審查

時，所需要的成本也較高，特別在同時面臨少數黨杯葛時更是

如此。綜合以上因素提出本文第一項假設：

假設一： 多個政黨組成之多數聯盟的提案，相較於單一政黨組

成之多數聯盟的提案而言，較不容易完成三讀。

另一個關於推動成本的假設，與多數聯盟的席次影響有

關。當其席次越高，將擁有越多的談判籌碼，因此所需的協商

與強力動員成本也會越低。因此，本文第二項假設如下：

假設二： 當多數黨或多數聯盟的席次越高時，其提案完成三讀

的機會也越高。

本文第三項假設與提案的優先性（指的是命題引伸一中的 

11 其證明是相當直覺性的，在此不做贅述。要注意的是，F(ε) 一定會隨著 ε 
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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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相關。在命題引伸一中，對多數聯盟來說優先順序越高的

提案，完成三讀的機率也越高。在一般的情況中，我們很難確

定其他人的提案對多數聯盟來說一定優先性較低。例如，有些

受大眾關注的緊迫議題，可能只有行政部門有能力針對該問題

提出相關草案，對於此類提案多數聯盟肯定也會將其視為優先

提案。不過，要系統性的測量多數聯盟在考量自身提案與其他

提案的相對優先性卻是相當困難的。
12

對此，我們使用附屬假定協助推演新假設。當接近屆期末

時（如最後兩會期），多數聯盟應該會比較優先推動自己在最

後幾會期所提的提案，而非其他人的提案。此推論基於以下三

個原因。首先，隨著屆期末的接近，政黨或聯盟可能會提出一

些有利自身選情的提案，把握最後向選民宣示自己立法功勞的

機會。此外，在後面幾個會期中，政黨對於民眾較為關注哪些

議題、需要新增哪些提案、以及先前的提案有哪些變得比較急

迫，都可能會有更充分的資訊。最後，離立委選舉越近，選民

對事關自己利益法案的通過較易有印象。換言之， 我們的附

屬假定是在接近屆期末時，多數黨對於選民的政策需求有更充

分的資訊，而選民對政黨在此時的表現也更有印象。此一附屬

假定意味著越到立委選舉前，多數黨會更積極的推動那些在前

幾會期提出而被視為對選舉有利的舊提案，以及符合選民關注

議題的新提案，因此多數黨將會在屆期末時更積極的推動那些

12 關於多數黨對不同提案的優先順序資訊是難以取得的。就算能找到此資
訊，也很難分辨多數黨究竟是實質上想優先通過這些提案，或僅是為了

立場宣示而在名義上將這些提案列為優先法案。本質上，要直接測量多

數黨對所有提案的優先順序是不可能的，因而任何試圖對此進行測量的

方式都是間接的途徑，也因此皆無法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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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出的提案。例如第六屆國民黨團完成三讀的提案中，約有

80%是在最後三會期通過。

假設三： 隨著離屆期末越近，多數黨或多數聯盟對自己新提的

案子更積極推動立法。

在審查時間縮減的情況下，多數聯盟為了通過自己的提

案，會相對減少其他人（如少數黨或行政院）的提案被審查的

機會。此外，其他提案者可能也會有相同的理由去提出更直接

與他選區相關的提案，為了避免少數黨獲得相同的利益，多數

聯盟將會擱置少數黨的提案，這可推出另一個假設。

假設四： 隨著離屆期末越近，其他提案者在後幾會期的提案會

比較不容易完成三讀。

雖然先前的經驗分析研究大多發現分立政府對立法產能

（legislative productivity）有負面效果（黃秀端2003；盛杏湲 

2003）。而邱訪義（2010）的賽局理論模型提出一個分立政府

的條件式效果理論，認為在立法多數試圖以杯葛政府法案來弱

化行政院的表現且其操作可以成功的情況下，則分立政府下的

行政院提案將比一致政府時期容易立法失敗，否則分立政府不

會降低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

本文的決策模型與邱訪義的賽局理論模型其中一個關鍵

性的差異在於，本模型包含了提案推動成本與一些關於推動提

案的不確定性，這使本模型可以針對多數聯盟的提案優先性與

偏好程度做出預測。
13 依據本模型，我們可預測在分立政府時

13 若把邱訪義（2010）的第四個模型中的 D 值，解釋成通過成本，則其與
本文模型有異曲同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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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當多數聯盟與行政院對提案的實際優先順序（指的是命題

引伸一中的 γ）差異較大時，則其提案就比一致政府時期難以

通過，此前提假定為一附屬假定。邱訪義的模型與本文模型皆

提出分立政府對行政院提案的條件式負面效果。如果經驗分析

結果支持分立政府具有負面效果，前者模型將認為這是因為多

數黨的政治操作，而本文模型則主張此負面效果是來自多數聯

盟具有不同的施政優先性考量。因此我們分列出兩個互為競爭

之假設。

假設五A： 比起一致政性政府時期，若多數聯盟在分立政府時

期與行政院之實際提案優先順序差異不大，則分立

政府不致造成行政院提案通過的阻因。

假設五B： 比起一致政性政府時期，若多數聯盟在分立政府時

期與行政院之實際提案優先順序差異較大，則分立

政府將對行政院提案通過有負面影響。

假設中之所以強調實際提案優先順序，是為了跟原始

（primitive）提案優先順序偏好作出區別。前者是行政院實際

的提案情況，後者則是行政院原始的提案偏好，但未必付諸實

現之提案順序。我們認為多數聯盟與行政院實際提案優先順序

的差異將會降低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因此若分析結果顯示分

立政府對提案通過機率有負面影響，我們可以推斷優先順序差

異是可能的原因。然而，如果分析結果並未發現分立政府有負

面影響，我們也僅能說是因為行政院的實際提案優先順序與多

數聯盟並未有太大差異，因為行政院有可能擁有與多數聯盟不

同的原始提案優先順序偏好，但卻策略性的優先提出那些多數

聯盟較為關注的提案。畢竟總是與多數黨處於緊張關係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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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選民關注的重要法案，不如提出一些較符合多數聯盟優先

順序且有利於行政院施政表現的提案。考慮到可能有策略計算

的情況下，若經驗分析結果較為支持假設五A，我們也不能得

出在分立政府時期行政院的原始提案優先順序偏好與多數聯盟

差異不大的結論。

總結來說，在理論模型的協助下，本研究得以在一致與嚴

謹的邏輯下推導出假設。其中前三個假設與多數聯盟的提案相

關，而後兩個假設則關於其行動者的提案。在此要說明為何本

文將分析焦點置於多數聯盟提案的同時，仍將其他行動者的提

案納入資料中。雖然將這些提案納入分析中，但本文並未試圖

以任何方式去解釋其他行動者在積極議程設定上的影響力。而

是以附屬假定來推論多數聯盟在自身提案與其他行動者提案上

的相對優先順序，並將焦點放在此相對優先順序對於提案三讀

的影響。有鑑於此，我們在詮釋最後兩個假設的分析結果時必

須相當謹慎。下節將就資料蒐集與經驗分析結果進行討論。

參、經驗分析

本節先就資料蒐集與變數測量進行說明，接著闡述相關

的經驗分析結果。雖然大部分的假設關注在多數黨與聯盟的提

案上，但基於以下兩個理由，本研究仍必須蒐集所有的提案資

料。第一，本文的第四項假設與其他行動者之提案相關，而第

五個假設是有關行政院提案，因此在資料上不能忽略其他行動

者的提案。第二，那些個別立委所提的案子可以作為比較不同

類型提案者的基礎。

在研究中納入不同屆的提案資料，對於假設的檢驗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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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的穩定性有相當助益。本研究關注單一多數黨相較於

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盟是否能獲取較高的立法成功。若能在資

料上包含單一多數黨與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盟分別存在的屆期

與政黨在不同屆期中的席次分配，將有助於檢驗相關假設。在

這些考量下，將第二屆到第六屆的資料納入分析中無疑是必須

的。
14 本文所用的提案資料主要透過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進

行蒐集，加上引用自吳東欽（2008）研究中被阻擋在程序委員

階段的提案資料，因此涵蓋範圍包含所有送交程序委員會安排

一讀的提案，總計這段期間的提案共有9484筆。

本研究的依變數為二元變數（binary variable）：若提案於

該屆完成三讀則為1，反之為0。所謂完成三讀有兩種可能的定

義，而根據本文理論模型的定義，只要立院對某個提案進行審

查並完成三讀，則與此提案相關的提案版本不論是否有被共同

審查，皆視為完成三讀，這是本文的第一種三讀定義。而第二

種三讀定義，則對三讀成功的認定較為嚴格，若立院對某個提

案進行審查並完成三讀，則只有與其共同審查的提案才視為完

成三讀。由於兩種定義下的分析結果差別很小，本文將僅呈現

第二種定義下的分析結果。

本研究包含九個主要自變數，其中大部份自變數各自用來

檢驗前面所推導的五個假設，關於各自變數與假設的關係參見

表一。第一個自變數為一二元變數：若為多數聯盟的提案，則

為1，反之為0。操作上，多數聯盟提案指的是：當多數黨存在

14 在本文撰寫的同時，距離第七屆立法院結束還有一年多時間，也就是說
第七屆許多的提案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進行審查，因此若要納入第七屆

的資料便必須等到第七屆屆期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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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提案即是多數聯盟提案；當多數黨不存在時，則為組成

多數黨聯盟之各黨團的共同提案與各別提案。
15 依此，1993年

至2000年五月，國民黨團的提案即是多數聯盟提案，而之後至

2007年底，多數聯盟的提案則包含國民黨團與親民黨團的共同

提案與各別提案（扣除國親有不同意見的提案）。
16

表一　假設與主要自變數關係

變數名稱 檢驗何假設 理論預期效果 分析結果

是否為多數聯盟提案 無 NA NA

多數聯盟提案*多政黨組成多數聯
盟時期

一 － －

多數聯盟提案*多數聯盟席次 二 ＋ ＋

國民黨團提案*可審查時間 三 － －

民進黨團提案*可審查時間

四

＋ －

一致政府行政院提案*可審查時間 ＋ ＋

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可審查時間 ＋ ＋

一致政府行政院提案
五A 無顯著差距 ✓

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

一致政府行政院提案
五B 有顯著差距 ☓

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

15 另一可能的多數聯盟提案操作方式，是僅將組成多數聯盟之黨團的共同
提案視為多數聯盟提案。因實際上共同提案數不多，且兩種操作方式下

的分析結果差異甚小，為了節省篇幅，此操作方式的分析結果不另做呈

現。

16 本研究中關於是否為黨團提案的判斷上，因為從第四屆開始，立院議事
規則修改為黨團具有提案權，因此在第四到六屆中，黨團提案的判斷是

直接從國會圖書館中的提案資料上得知。而在第二、三屆中，由於不能

以黨團名義提案，因此在判斷上是以大黨鞭（在國民黨中為政策會執

行長，在其他政黨則為黨團總召）以及其他黨鞭之一是否在主提案人名

單中。從第二屆到第六屆多數黨或聯盟的提案數分別為：40、14、35、
12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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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多數黨在第二屆到第四屆這段時期

的提案數量確實較低，到第五屆後才稍有增加。事實上，行政

院在第五屆後的提案數量也同樣是增加的，所以提案數量增加

的原因與屆期不連續規則實施有部份關係。更重要的是，立法

樞紐的影響力可能表現在議程設定上、提案修正上、以及通過

何版本，而未必一定要自己提出許多提案（除非其他提案者提

案皆忽略立法樞紐所關注議題）。相反地，因為擁有議程設

定權、提案修正權、與通過主導權，立法樞紐在審查過程中可

以由其它行動者提案（free-riding），選擇有利法案，趁勢而

為，以減少耗費資源在提案上。因此在台灣憲政與立法的制度

下，政黨的提案數目多寡與其擁有權力高低並不盡然相關聯。

換言之，一個控制積極議程設定權的立法樞紐，未必會選擇提

出許多提案，因為它可以讓其他人提案然後再決定是否進行審

查，以何種版本通過。

如本文前言所論述，本文將焦點放在多數黨提案上，是

因為本文核心問題在於驗證此一立法樞紐所擁有積極議程設定

權之立法影響力，而最能反應此影響力的提案即是多數黨自己

的提案，原因是這些提案比較沒有策略性考量。把非多數黨的

提案（例如行政院提案）納為多數黨的提案，因有策略性提案

的可能（亦即行政院考量立法樞紐的偏好，而提出立法樞紐可

接受版本，但此版本可能離行政院理想版本相去甚遠但比現

狀好），會造成推論上的干擾與困難。換言之，如果把行政部

門提案納入多數黨提案中，會產生測量偏誤而影響到統計推論

的效度。基於上述理由，雖然本文不認為將行政院提案納為多

數黨提案在理論與經驗上是合理的，但若將一致政府時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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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案列入多數黨提案中，則整個經驗分析結果性質上大致不

變，唯一致性政府提案通過率因多重線性（Multicollinearity）

反而變得更低。

第二個自變數為多數聯盟提案與多黨組成多數聯盟時期

的交互變數（interaction term）。其中多黨組成多數聯盟時期

指的是從2000年五月到2006年底這段期間。由於2007年一月國

親正式簽署了「國親聯盟協議」親民黨配合國民黨運作，因

此2007年後雖仍為國親共組多數聯盟，但在操作上將此時期排

除。
17 第三個自變數則為多數聯盟提案與多數聯盟席次的交互

變數，關於席次的操作化為：在2000年五月底前為國民黨席

次，之後至2007年底為國親席次總和。

另外四個自變數是用來檢驗第三與第四個假設。這些變數

是為了觀察主要行動者之屆期末提案，是被積極通過或阻擾。

其中主要行動者包括國民黨、民進黨、一致性政府與分立性政

府，這些行動者的提案分別與可審查時間做交乘，
18 即是這四

個變數的定義。
19

最後兩個自變數分別為提案是否為一致政府行政院提案與

是否為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

17 事實上，在這一年期間，已沒有任何國親共同提案。關於國親關係詳見
下一章節。此外，若把2007年視為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盟期間，則我們
的經驗分析結果性質上不變。

18 關於可審查時間變項的操作方式，見控制變項該段落中之說明。
19 依照假設應放入多數聯盟提案，但因為多數聯盟提案中國民黨團提案佔
多數，因而在此選擇以國民黨團提案為變數，希望能觀察國民黨團提案

的效果。關於多數聯盟的分析結果，在後面章節也會一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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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自變數與依變數外，本文也包含了三個相當重要

的控制變數，這些控制變數雖然很重要，但在過去的相關研究

中，大部分皆被忽略，以致有可能衍生遺漏變數（omitted vari-

able）的問題。這三個控制變數分別為：提案時所剩的審查時

間、提案性質以及第三屆末所通過的國會改革措施（包括實施

屆期不連續原則以及黨團協商法制化），以下分別說明納入這

三個控制變數的理由以及操作方式。

控制提案的時間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前面會期提出的提案

比後面會期的提案擁有較多的審查時間，因此也可能有較高的

機會完成三讀。在操作上，紀錄下每個提案首次出現在一讀會

的日期，並計算此日期與該屆立院休會日期差距幾個月，依此

得出每個提案在該屆有多少審查時間。

在提案性質此控制變數上，則以提案是否為修正案來做區

分，操作上若提案為修正案則為1，若為制訂新法的提案則為

0。區分提案是否為修正案，目的是想分辨出，一個提案是對

現有法律做修正，或是針對過去沒有法律規範的領域做立法。

相對於修正案是在現有法條架構下做更動，制訂新法案由於牽

涉到新組織的設立，或針對過去沒有規範的領域加以立法，因

此在審查過程中，相較修正案而言，可能涉及較大的社會現狀

更動，預期會需要較多的討論或遭遇較多反對，進而降低三讀

的機會。此外，相較於修正現有法律，如何制定法案來處理

既有法律規範之外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牽涉到較多且複雜的選

擇，如同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中所討論的，因

為制定新法律行動者需要面對更多面向的決策，理論上的均衡

狀態也變得相當不穩定。儘管有些修正案可能包含許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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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立委還是可以針對當中某些條文達成共識而通過修正，而

在之後再處理較難達成共識的條文。相較於此，制定新法案則

因無法部分通過，而面臨全通過或全不通過的二分情境。基於

以上理由，本文亦將提案是否為修正案納為控制變數。

屆期不連續原則與黨團協商法制化都是為了提升立法效率

而做的改革，這些國會改革是在第四屆開始實施，因此在操作

上，若是第二、三屆之提案則為0，若為第四至第六屆之提案

則為1。其時間點與分立政府差異不大，因此放入國會改革變

數，也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分立政府對常數項的影響。控制這些

因素可以看出是否有任何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

針對其他提案者，本研究也將其納入控制變數中，包括

如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台聯及無盟等不同政黨提案，以及

國、民與國、民、親兩種政黨共同提案組合。此外，考試院、

司法院與監察院等政府機關提案也一併納入其他政府部門提

案。雖然本文的理論並未提及少數黨提案通過三讀可能性的高

低，但仍有必要對這些提案進行控制。以上團體提案者的提案

三讀機率都是相對於立委個人提案通過的機率。

表二為經驗分析的結果，其中包含三個模型。模型一放入

了各個不同提案者以及提案可審查時間、提案性質與第一波國

會改革等變數。模型二增加兩個交互變數：多黨聯盟提案與其

席次、民進黨提案與其席次。而模型三則再放入國民黨、民進

黨、一致政府行政院與分立政府行政院等四個提案者與可審查

時間的交互變數，對照表一最後一欄可知本文每一假設受到支

持與否。從中可發現本文的假設獲得相當的經驗分析支持，分

析結果顯示單一政黨的多數聯盟提案比起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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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之提案通過率高許多。
20 也許有人會質疑這是分立政府造成

的結果，而非因為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盟而提高推動成本所導

致。理論上，如此的質疑有待發展出演繹性基礎，解釋為何分

立政府會是根本因素。就經驗分析而言，我們發現國民黨在第

四屆分立政府時期依然擁有相當高的提案通過率。而且，如前

所述國會改革變數（即1999以後）很高程度上控制住分立政府

（2000年以後）的影響。更重要的，多個政黨之多數聯盟期間

並未與分立政府完全重疊。
21

表二　立法提案logit模型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提案者（個別委員提案= 0）

　　多數聯盟提案 1.297(.216)*** 1.287(.218)*** 1.258(.239)***

　　國、民黨團提案 3.008(.667)*** 3.040(.673)*** 2.935(.671)***

　　國、民、親黨團提案 6.046(1.095)*** 5.997(1.096)*** 5.865(1.095)***

　　民進黨團提案 -.226(.206) -1.740(1.754) -1.703(1.792)

　　新黨黨團提案 .135(.287) .015(.290) -.018(.291)

　　台聯黨團提案 -.544(.246)** -.460(.247)* -.449(.246)*

　　無盟黨團提案 -.798(.344)** -.709(.345)** -.715(.344)**

　　一致政府行政院提案 1.316(.084)*** 1.221(.087)*** .551(.235)**

　　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 1.117(.061)*** 1.125(.061)*** .706(.136)***

20 如同預期，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提出的提案比國民黨單獨的提案更容易
完成三讀。如果多數聯盟的提案中包含僅是為了達成立場宣示之提案，

則將會低估多數聯盟提案通過的機率，也更難拒絕虛無假設，而本文經

驗分析的結果拒絕了虛無假設，這代表本文的經驗證據相當穩固。

21 另一種對我們分析結果與解釋的可能疑問是：第五、六屆多數聯盟積極
議程設定權的減弱並非聯盟成本使然，而是少數聯盟杯葛所致。簡單的

說，如此懷疑是多慮，因為第二至四屆杯葛情形常有過之而無不及，關

鍵所在在於多數黨或聯盟如何動員反制，如下一節質性探討所述，正

因為是聯盟而提高了動員與協調成本，以致增加少數聯盟杯葛成功的機

會，而這也正是本文理論最重要見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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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其他政府部門提案 .397(.138)*** .408(.138)*** .417(.138)***

多數聯盟提案*多個政黨組成多

數聯盟時期

-.971(.251)*** -.906(.253)*** -.831(.251)***

多數聯盟提案*聯盟席次 .030(.005)*** .032(.006)***

民進黨團提案*多個政黨組成多

數聯盟時期

1.081(.333)*** 1.054(.403)*** 1.014(.406)**

民進黨團提案*民進黨席次 .042(.053) .042(.052)

國民黨團提案*可審查時間 -.005(.009)

民進黨團提案*可審查時間 -.002(.016)

一致政府行政院提案*可審查時

間

.029(.009)***

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可審查時

間

.020(.005)***

提案性質 .319(.062)*** .342(.062)*** .329(.062)***

第一波國會改革 .339(.066)*** .350(.066)*** .333(.067)***

可審查時間 .049(.002)*** .051(.002)*** .044(.003)***

常數 -2.671(.095) -4.393(.350) -4.301(.359)

Pseudo R-square 0.0953 0.0975 0.0991

註1：*：.05<P<.1；**：.01<P<.05；***：P<.01（雙峰檢定）

註2：N = 9484；括弧中數字為標準差。

分析結果也顯示出多數聯盟提案與其席次的交互變數之係

數達顯著水準，支持多數黨或聯盟的席次規模也對其提案三讀

通過具有正面的影響之假設。這顯示席次大小影響多數聯盟積

極議程設定的成本。

本文假設三與假設四則獲得很高程度支持，在國民黨提

案剩餘審查時間此交互變數上，其係數是負的，由於此變數與

多數黨提案高度相關（相關係數達.80以上），聯合檢定結果

否決此二變數同時為零之虛無假設，可見兩者具有多重共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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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ollinearity），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設三。22 這說明

國民黨身為多數聯盟最大黨，隨著屆期末將至在議程設定上更

趨積極。另一交互變數中提案者為民進黨，係數也是負的且統

計上不顯著，聯合檢定結果無法否決此變數與民進黨提案同時

為零，顯示民進黨並無法像國民黨在屆期末發揮更高的積極

議程設定權。最後兩交互變數，提案者分別為一致政府與分立

政府，其所得係數皆為正的且皆達統計上顯著，顯示行政院提

案越晚提出，越易受到多數聯盟或國民黨的忽略。總結來說，

分析結果顯示國民黨傾向在後面幾會期把重心放在自己的提案

上，擱置其他人的提案。

分立政府對行政院提案的影響，則與過去經驗分析結果

截然不同。從表二中得知前二個模型中行政院在一致性政府時

期的提案比分立性政府時期皆略為高，但模型三則正好相反。

模型三比模型二多了各主要行動者之提案與可審查時間兩者的

交互變數，由於加入此交互變數的關係，模型三中一致政府與

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的係數也會有不同的詮釋，此係數現在反

映出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對於行政院接近屆期末之提案通過機

率的影響。我們以Wald檢定檢測此差距是否在統計上有顯著

性。結果發現只有在模型一有顯著，而模型二與模型三則完全

不顯著，可見一致性與分立性行政院提案差異顯著性不是很穩

定。
23 換言之，若考量席次對聯盟提案的影響或行政院提案可

22 若我們不是放國民黨提案與剩餘審查時間，而是多數聯盟提案與時間的
交乘，則係數為正，顯示國民黨仍為多數聯盟內的主要議程設定者。

23 若在這三個模型加入第三至第六屆各屆虛擬變數，則一致與分立完全不
會影響行政院提案通過與否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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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時間等因素，一致性政府行政院提案並不見得比分立性政

府時提案具優勢，而就算不控制這些變數，分立政府的負面影

響也很小，這些結果與過去經驗分析結果大相逕庭。

在控制變數上，關於屆期不連續與黨團協商制度等立法改

革，對提案的三讀具有正面效果，但效果並未如改革時預期的

大。在提案性質對提案三讀的影響上，一如預期相對於制定新

法的提案，修正案有較高機率完成三讀。

針對本研究在分立政府效果的分析上有不同於先前研究

的結果（黃秀端，2003；盛杏湲，2003），在此有必要做進一

步的探討。先前的研究將焦點放在第四屆上，而本文的分析則

包含了二到六屆，這說明了單一屆期的分析結果比較難以通則

化。更重要的是，本文控制了提案的時間點，而分立政府正好

發生在第四屆第三會期後。因此在先前研究發現第四屆中關於

分立政府效果，實際上都含蓋了提案時間的影響。以上兩個因

素解釋了何以先前對分立政府的研究發現其對行政院提案通過

機率具有高度負面影響，而本研究則無。

整體來說，本研究的發現有助於調和過去在理論與經驗

研究的不一致。當先前大部分研究發現分立政府對立法產能或

行政院提案三讀有負面效果時，邱訪義（2010）的賽局理論模

型則指出並不會造成負面效果（前三個模型），除非立法多數

試圖藉由杯葛提案來弱化行政院的表現以提高自己的選舉利益

（第四個模型）。本文模型則認為，分立政府一般而言不致造

成行政院提案比較難通過，但若分立政府時期的行政院實際

提案優先順序與多數黨的立法優先順序差異很大，則會出現負

面效果。以這五屆資料分析結果，比較支持邱訪義文中前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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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以及本文中對分立政府不致造成負面影響的推論（假設五

A），也就是說，從這十五年的資料看來，分立政府時期立院

的多數黨／聯盟政治操作效果不大，以及其與行政院施政的實

際優先順序不致有太大差異。
24

當然，有人可能會指出在分立政府下有些提案在程序委

員會中即遭封殺或杯葛，這不正凸顯出分立政府的本質嗎？首

先，分立政府的確可能使行政院某些提案在程委會遭到阻擋，

例如黨產條例，但是行政院可能也會覺得必須更務實的將焦點

放在那些對它本身重要且符合多數聯盟優先順序的提案。因此

雖然在分立政府時期並不難發現行政院某些提案被阻擋於程委

會，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這些提案佔行政院總提案的比重多

高。
25 同時，我們也很難判定行政院提出這些提案是真的想要

通過，或是為了對其核心選民宣示立場。其次，本研究並未認

為分立政府對政治或立法行為沒有任何影響，而是就所有提案

（包含遭程委阻擋的提案）是否三讀進行分析，發現分立政府

並未降低行政院提案的通過機率，至於分立政府其它層面的影

響則非本文探究對象。

綜合而言，邱訪義（2010）與本文在理論上皆提出不同以

往的見解，也就是不管分立或一致政府時期，行政院有可能會

評估多數聯盟的偏好而提出較可被接受或多數聯盟較優先的議

24 再次強調，此段中所謂實際施政或提案順序指的是，綜合了行政院提案
原始偏好及政治環境考量下，行政院付諸行動的提案順序。

25 依據吳東欽（2008）的資料，總計第五、六屆中行政院遭程序委員會阻
擋的提案數目為62筆，佔行政院這兩屆的總提案（1196筆）約5%。若未
納入這些提案，則分立政府之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將比本文結果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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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提高其提案通過率，改善行政院施政效能並創造更多政

績。因此，分立或一致性政府對行政院提案通過率不致有太大

影響。

另外，邱訪義（2010）與本文理論對吾人做提案資料分析

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如上所述行政院或其他提案者在提案

上可能會有策略性考量，因此提案者之提案通過機率無法被解

釋成其立法影響力。換句話說，分立或一致性政府行政院提案

通過沒有負面影響，無法被解釋成立院多數黨或聯盟立法影響

薄弱。同時，我們也無法以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高於多數聯盟

提案通過率，而推論在立法影響力上行政院比多數聯盟更高。

如此發現，解開前言中所提的困惑，並調和過去立法經驗研究

不一致結果。

在經驗分析上，本文涵蓋五屆資料分析，對行政院與多

數聯盟提案通過之比較，提供比過去研究更完整圖像。在盛杏

湲（2010）以第六屆提案資料之經驗分析中，我們發現行政院

提案通過率大於國民黨或親民黨提案（即本文所指多數聯盟提

案）。本文發現，之所以會得到如此結論乃因盛杏湲的分析只

包含第六屆資料，或者說如此結論只適用於多數聯盟是由多個

政黨所組成時期。由表二得知，在單一多數黨時期（也就是第

二、三屆、第四屆前兩會期及第六屆五、六會期）多數黨提案

通過率事實上不亞於行政院提案。本文所提供理論上的解釋，

乃基於在多數聯盟時期，國民黨須在法案協商或審查時動員上

與其聯盟配合或談判，因而造成立法成本的增加，致多數聯盟

提案通過率降低。如此的發現再一次凸顯本文收集五屆資料之

價值性及其結論上更通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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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文重要見解之一是當多數聯盟是由兩個政

黨以上組成時，其積極議程設定權的施展將會弱化。而此意謂

其提案通過機率有可能在多黨聯盟時期，低於其他提案者之法

案。為了更清楚闡述理論模型之洞見及經驗分析意涵，下一節

本文從一個較為質性的觀點，對政治環境、國親關係以及國親

聯盟在五、六屆中的議程設定權進行檢視。

肆、第五、六屆多數聯盟積極議程設定質性探討

本節先概略對五、六屆中的立院席次進行描述，以了解在

這兩屆中各主要政黨的席次消長情形。接著就國民黨與親民黨

間的互動進行探討，以勾勒出這兩屆中國親多數聯盟的關係，

並以此說明兩黨間的關係如何影響國親聯盟在五、六屆中積極

議程設定權的施展。最後針對五、六屆中國民黨與國親聯盟未

通過提案進行檢視，並找出其原因。

在進行質性探討之前，容我們說明為何未對第二至第四

屆同時進行檢視。首先，本文沒有意圖做質化分析。囿於篇

幅，選擇第五、六屆的探討，有助於闡述理論模型與量化分析

的結果，對多個政黨所組成多數聯盟而弱化積極議程設定權之

論點，提供更豐富的說明，尤其是就我們所知，此論點在國內

立法研究文獻中從未被提出，有必要更具體的闡明之。另外，

本文並未認為國民黨在單一多數黨時期的成本不高，依照模型

的邏輯，國民黨在單一多數黨時期的黨內協調成本在多黨聯盟

時期一樣存在，差別在於多黨聯盟時期除了原本黨內協調外，

還多了黨際間的協調成本。因此，不論單一多數黨時期成本為

何，多黨聯盟時期的成本必然要比單一多數黨時期高，因為除



 立法院積極議程設定之理論與經驗分析：第二至第六屆　33

了說服黨內成員外，多黨聯盟時期還須要與聯盟內其它政黨協

調。而質性探討的重點即是希望能描繪出多數聯盟時期政黨間

彼此協調與競爭的情況，這是為何只著重第五、六屆之另一原

因。

在2000年總統大選失利後，無黨籍參選人宋楚瑜挾其

四百六十多萬票的選民支持，於選後趁勢宣佈成立親民黨，部

分在選前聲援宋楚瑜的國民黨籍立委，也在第四屆第三會期

後脫黨加入，使得國民黨在第四屆後期不但失去原本的執政地

位，在立法院中多數黨的優勢也同時受到挑戰。

第五屆立委改選後，民進黨延續在總統大選中的勝利一舉

奪下87席（39%），首度成為立院中第一大黨。而親民黨的席

次亦大幅增加至46席（20%），反觀國民黨則從106席減少至

68席（30%）。此次選舉結果不僅宣告未來三年的分立政府形

態，也預告了往後立院中因缺乏一黨過半而上演的政黨聯盟戲

碼。

第六屆的整體席次上仍如同第五屆，無任一政黨獲得

過半席次。民進黨仍維持立院第一大黨的地位，獲得89席

（40%）。而國民黨方面，整體席次增加了11席來到79席

（35%），而親民黨的席次則減少為34席（15%）。

此結果說明了第六屆立院仍將延續先前政黨聯盟的藍綠競

爭模式，而民進黨政府仍須面對由國親多數聯盟所掌控的立法

院。整體看來，藍綠兩陣營在席次上的變化並不大，國民黨的

席次增加大致上可說是從親民黨席次減少而來的。此一席次的

變動，也使得國親聯盟的互動與第五屆不盡相同。



34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六卷第一期，2012/06．〈研究論文〉

對於五、六屆中政黨席次分配初步了解後，接著就國親兩

黨在這兩屆中的聯盟關係進行探討，並說明國民黨在席次上的

增加對國親聯盟在互動上的影響。

就整個第五屆的政黨運作型態來看，在缺乏多數黨的情

況下，國民黨與親民黨合組的國親聯盟是主要掌握立院過半實

力的陣營，而民進黨則是結合台聯黨，並透過遊說少數泛藍立

委，來爭取議事過程中可能的勝利。雖然國親合作是兩黨都認

為最有利的策略，不過整合的過程卻並非毫無阻力。依照國

親兩黨間的互動關係，第五屆中的國親聯盟大致可分為三個時

期。

在第五屆的前兩會期，國親互動屬於磨合階段。由於立

委選舉時缺乏協調，合作起步較晚，
26 因此一、二會期時兩黨

歧見較深，在立院中因立場不同而產生衝突的情況並不少見。

以親民黨在第一會期提出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看，該提案在

委員會審查時即因國民黨團表示反對一度引發兩黨衝突，親民

黨甚而揚言將不再配合國民黨於程委會阻擋清算黨產的相關提

案。
27

國親聯盟的關係到了第三、四會期，因為面臨總統大選的

整合而有顯著改善。為總統選舉而組成的連宋配，使兩黨在選

舉上的結盟，進一步延伸到立院中的黨團合作。在制度上，國

26 有別於國親兩黨在縣市長選舉上的整合，立委選舉則是各自為政，兩黨
彼此競爭重疊性高的票源，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對國民黨在許多選區提名

上不尊重親民黨參選空間深表不滿。台灣日報，鍾強，2001。
27 聯合晚報，單厚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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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聯盟於2003年3月30日成立了聯盟委員會，28 其中第一組即

為國會組，用來協調、推動兩黨在立院重大法案等合作事宜，

其成員包含兩黨立院重要幹部。此一組織成為國親在第三會期

後的實質合作橋樑。基於總統大選合作的驅力，進一步促使兩

黨在幾項重要法案上達成意見整合。

隨著總統大選的失利，加上緊接而來的立委選戰，國親

聯盟在選舉期間的合作默契再次受到挑戰。大選後因當時台北

市長馬英九對凱達格蘭大道群眾抗爭事件的處理，招致親民黨

團不滿，引發後續一連串兩黨立委間「保馬」與「打馬」的爭

執。
29 而政黨合併的協商雖從選後即不斷的進行，然而在宋楚

瑜堅持國親合併需先處理國民黨黨產等要求下，
30 最終宣告破

局，親民黨團在第六會期甚且與民進黨團合作讓各自的黨產條

例突破程委會的關卡。

五、六會期除了國親關係陷入緊張外，整個選後的抗爭活

動、動員立委參與重新驗票以及立委選舉等事件，
31 使得立院

實際審查提案的時間減少許多，總計這兩會期整體提案通過率

僅有15%，共68筆提案完成三讀。

延續第五屆的合作默契，國親兩黨首先在立法院正副院長

28 參考親民黨網站。http://www.pfp.org.tw/news/news_detail.php?id=339 
&p=469

29 中國時報，黎珍珍、蕭旭岑，2004。
30 聯合報，林新輝，2004。
31 國親敗選後的抗爭活動歷時長達一個月，而在重新驗票時國親黨團也對
動員號召黨籍立委回選區幫助監票，造成該時期委員會形如空轉。（中

央日報，劉潛如，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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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中合作，以國民黨的王金平搭配親民黨的鍾榮吉順利搶下

立法院正副院長職務。並在第一會期開議前由雙方黨團幹部針

對重要的提案進行協商。
32 然而親民黨方面基於席次滑落的壓

力，為了避免在國親聯盟中喪失主體性，因此在合作上仍有所

保留，一面在提案協商的同時，又透過黨團表示未來在提案上

也會開放黨團成員投票。
33 同樣的，第一會期開議前，親民黨

主席宋楚瑜和總統陳水扁兩人亦進行了會談，此種在合作中尋

求自主的競合關係，便是第六屆立院前三會期國親聯盟的合作

基調。

即使親民黨在第六屆中強調主體性的策略，卻仍無法挽

救政黨實力日漸滑落的事實，從扁宋會後引發的黨內路線爭

議，
34 以及縣市長選舉中與國民黨協調失利等事件，先後造成

立委李慶華與周錫瑋兩人投奔國民黨。後續基於立委選舉修改

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效應，到第三會期結束時，總計造成12位

親民黨立委加入國民黨。對於親民黨立委的投靠，雖然可以增

加國民黨席次上的力量，然而卻也使得國親關係漸漸趨於緊

張。
35 親民黨為了挽回低迷的士氣，先是黨主席宋楚瑜宣布參

加台北市長選舉，而後更順著紅衫軍反貪腐的民意訴求，在程

序委員會中讓黨產條例相關提案順利闖關付委審查。
36

32 中央日報，蔡孟育、李效儒，2005。
33 中央日報，蔡孟育，2005。
34 台灣日報，張國政，2005。
35 基於國親合作考量，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甚且向親民黨立委喊話，希望能
暫緩加入。（中國時報，林諭林、蕭旭岑，2006。）

36 中央社，陳舜協，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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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四會期末開始，隨著宋楚瑜在台北市長選舉中落敗，

整個國親聯盟關係上，日漸朝國民黨主導的方向傾斜。兩黨在

2007年1月23日時，進一步簽署了「國親聯盟協議」，協議中

除了提及第七屆立委選舉兩黨將共同協調候選人外，也強調將

在立院中加強黨團間的合作。
37 在政黨勢力衰落以及聯盟協議

簽署後，親民黨在第五、六會期中的運作便以配合國民黨團為

主。
38

國親聯盟作為五、六屆中掌控立院過半席次的多數聯盟，

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積極議程設定權，以下就幾個重要的案例來

說明國親聯盟在積極議程設定上的施展情況。

在積極議程設定權的運作上，國親聯盟在第五、六屆中

雖不時傳出意見爭執，甚至第六屆前三會期中國親的關係並非

十分合諧。然而在亟需推動提案三讀的關鍵時刻，兩黨亦能加

強協商達成共識。如同第五屆曾任國民黨團書記長的李全教所

說：「國民黨團和親民黨團間的爭辯，最後一定會妥協，因為

國親如果不合作，一切就不用玩了。」
39

先前提到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從原本國民黨反對親民黨

的提案，直到成立聯盟委員會後，透過此平台進行協商，終於

趕在大選前達成共識整合出共同的版本，
40 雖然民進黨要求進

37 台灣時報，陳財官，2007。
38 中央社，曹宇帆，2007。依據此篇新聞，時任親民黨政策會執行長的黃
義交以及委員劉文雄都提到簽署聯盟協議後，親民黨在立院的法案攻防

將配合國民黨團運作。

39 中央社，張銘坤，2003。
40 聯合報，林敬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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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黨團協商，不過到達四個月協商期限後，國親聯盟便在院會

下達動員令，以表決方式強行推動該提案完成三讀修正。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公民投票法的審查上，先前一直遭到

國親阻擋的公投法，當國親聯盟面臨總統大選的壓力下，該提

案的優先順序跟著提高，使國親兩黨開始從原本的消極阻擋，

轉為積極的表態，並且藉由聯盟過半的實力於院會二讀時，在

公投範圍、提案門檻以及設立政黨比例制的審議委員會等重要

條文上表決通過國親版本。

在第六屆中，幾項國民黨團列出的優先法案如「319真相

調查委員會條例修正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草案」

以及「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草案」，
41 在民進黨團反對的情況

下，屆滿四個月協商期限後便在院會中動員表決強行三讀。其

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草案」，由於國親聯盟與民進黨

團在委員會成員產生方式上僵持不下，
42 民進黨雖極力杯葛，

在院會中佔據主席台，兩度引發雙方嚴重肢體衝突，最終仍在

國親強力動員下表決通過國親版本。
43

上述法案的三讀，說明了國親多數聯盟在第五、六屆中仍

有相當的積極議程設定權，當提案是兩黨共同需求時，能夠排

除反對意見強勢表決通過。面對原本反對的提案，因民意造成

優先順序改變不得不進行審查時，亦能將之修正到自身能接受

41 中央日報，李 儒，2005。
42 國親聯盟主張委員會成員由行政院提3名、立法院依政黨比例提15名，
再由依政黨比例推薦的遴選委員從18名候選人中投票決定最後的13位成
員。

43 中國時報，陳重生、何博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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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點上。

特別的是從第六屆四會期開始，由於親民黨立委出走，

提高國民黨在聯盟中的影響力，進而降低了其在推動提案上所

需的黨際協調與動員成本。在聯盟中因席次提升所帶來的效

應，也直接的反應在國民黨提案的審查上，總計國民黨在第六

屆完成三讀的26筆提案中，有20筆都是在第四會期以後完成三

讀的。
44 由於本文在變數上僅有提案的時間而無完成三讀的時

間，所以在統計結果上無法看出國民黨在第四會期後積極議程

設定權增長的情況。

雖然國親聯盟在五、六屆中仍具有積極議程設定權，但就

本文時證分析結果發現其程度相對國民黨單一過半時期減弱不

少，以下檢視造成此情況的因素為何。

就統計結果看來，國民黨、親民黨以及國親聯合的提案

在第五、六屆中通過率並不理想。國民黨團在第五屆中總共

提了61筆提案，其中有49筆未完成三讀，親民黨團有44筆提

案，其中30筆提案未過。而國民黨團與親民黨團共同提案的則

有20筆，其中14筆未完成三讀。在第六屆中，國民黨所提的96

筆提案，完成三讀的僅26筆，親民黨所提的63筆提案也只有22

筆完成三讀。國親共同提案的部份共7筆（分佈在本屆前二會

期），其中2筆完成三讀。

造成國民黨提案在第五、六屆通過率低落的原因，大致有

44 第六屆國民黨團總共提出96筆提案，其中有49筆提案於前三會期提出，
所以排除因後三會期提案較多導致完成三讀的時間也集中在後三會期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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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因素。第一個影響國親提案通過率的因素是政治事件，特

別是第五屆中適逢總統大選的落敗。整個抗爭活動吸引了媒體

關注，進而瓜分了立委在立院審查提案的時間，加上緊接而來

的立委選戰，造成整個第五屆五、六會期的提案通過率低落。

政治事件的影響除了減少立委審案的時間外，也造成第五

屆國親在五、六會期提案數增多。國親在總統大選後主打兩項

議題，分別為追查319事件真相與抨擊選務不公，而319槍擊事

件真相調查委員會條例以及法院組織法的修正等4筆提案，45 

便是因應追查真相而提出。另外針對選務不公以及選後驗票方

式的提案則有中選會組織法與正副總統選罷法等3項修正案。

較多的提案在較少審查時間的會期提出，降低了國親提案完成

三讀的比例。

第二個因素是多數聯盟本身推動提案成本較高的影響。雖

然整體來說親民黨對國民黨的提案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並不

多，
46 但如同本文模型的預測，多政黨組成聯盟時，在提案的

推動上，要面臨政黨間與政黨內成員意見整合、彼此對法案優

先順序差異的協調、以及相互配合動員等問題，因此政黨之間

必須進行具有利益衝突的政治協調。此情況在第六屆中仍然存

在，儘管後二會期國民黨因取得主控權而使成本降低，然而前

二會期中國親的關係因為親民黨強調主體性的策略以及黨籍立

委出走風波，造成兩黨關係惡化，這都使國民黨團在提案推動

45 法院組織法主要修正內容是設置由立院同意而任命的檢察總長，並得以
特別偵查組對重大案件進行調查。

46 關於國親因為意見不合而導致彼此提案未能完成三讀的提案總計明確從
報紙上獲知的有六筆，而這六筆資料也不會列入多數黨聯盟提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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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要付出較多的協調成本來爭取親民黨支持。

以第五屆的「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案」為

例，該提案主張計程車可免徵燃料稅與牌照稅，當國民黨要提

出此案時，親民黨團隨即表示國民黨此提案事先未知會親民

黨，親民黨無法同意，促使國民黨團後來與其協調後，才共同

提出修正案。
47 除了處理政黨間的意見整合，黨團還必須兼顧

黨內立委的意見。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恢復軍購預算動支

時，都面臨兩黨內各自立委有不同意見的情況。
48

由上述案例可知，政黨聯盟在推動提案上需付出較高的協

調與動員成本。而泛綠陣營透過復議與黨團協商對國親提案進

行杯葛，在審查時間的壓縮下，更進一步提高了上述的成本，

影響到國親提案三讀的通過率。

國民黨與國親黨團在五、六屆中總計有133筆提案未完成

三讀，大多停留在付委未審查（64筆）以及黨團協商（50筆）

兩個階段。其中令人困惑的是，第五、六屆國親兩黨在各委

員會裡至少都擁有一席以上的召委，何以有這麼多黨團的提

案在一讀付委後，到屆期結束前都不曾被排入委員會議程中

審查？
49 這與民進黨和台聯黨在五、六屆中運用的議事策略有

關。

從第五屆開始，泛綠兩黨為了反制國親在程序委員會中對

47 聯合報，林敬殷，2003。
48 中央社，方旭台，2003。
49 依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規定，委員會召委可以決定委員
會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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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幾項重要提案的阻擋，開始對泛藍黨團與立委的提案進行復

議，最多累計到第四會期時共有147筆提案遭復議，造成許多

提案在付委後因復議案尚待處理的關係，遲遲無法進行審查。

此種議事策略成功的縮減了國親多數聯盟可用的審查時間，並

讓國親聯盟在處理復議案上疲於動員，這些都提高了通過提案

的成本，進而迫使多數聯盟不得不放棄一些優先順序較低的提

案。

除了復議的手段之外，黨團協商對提案進行拖延亦如同

復議一樣，改變了提案的優先順序與價值性，雖然黨團協商從

第五屆開始限定協商期限為四個月，
50 超過此期限則交院會處

理，不過四個月的時間對於某些具有急迫性的提案來說已經無

異於遭到封殺，因此黨團協商也成為民進黨與台聯黨拖延審查

進度的重要方式。

以國親黨團提出的「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為例，該提案的修正目的是使計程車改為免徵牌照稅，是國親

黨團因應連宋在2004競選總統時為爭取選票所做的提案，然而

當委員會於3月8日完成審查後，該提案便因民進黨有異議而送

交黨團協商，也等同於宣告該提案錯過在投票日前完成修法的

最佳時機。

同樣在選前用來爭取選票，而遭到民進黨團透過復議或黨

團協商而拖延的國民黨以及國親提案在第五屆總計有17筆，51 

50 黨團協商從第四屆開始制度化時無協商期限，到第五屆的四個月協商
期，在第七屆進一步縮減到一個月。

51 這些提案分別為，大眾運輸管理條例、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修正案、所
得稅法第十七條、志願役軍人服役條例草案、國民年金保險法草案、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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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選舉中將這些提案遭到阻擋的情況訴諸選民，其效果未

必低於通過三讀。因此當選舉結束後，這些提案縱使已達協商

期限，但因提案主要目的已達成，在總統大選或立委選舉過

後，某種程度上已失去處理的價值性，也就未見國親聯盟有任

何動作。

關於「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的審查，更顯示出

民進黨杯葛提案的影響力。由於民進黨反對以政黨比例方式提

名委員成員，因此在黨團協商中未能達成共識，屆滿協商期限

後，國親聯盟決定在院會強行表決的方式完成三讀，卻遭到民

進黨立委強力杯葛，除了佔據主席台外，更發生用大鎖將立法

院長王金平關在休息室內的情況，
52 激烈的杯葛手段也終使該

草案無法在第六屆中完成立法。

黨團協商從第五屆開始成為民進黨用來拖延國民黨提案

審查的手段，何以國親聯盟在第六屆不透過修法來縮短協商期

限？
53 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不論第五屆或第六屆，國親聯盟在

幾項重大議題的表決上，都必須仰賴無盟的支援，而黨團協商

本質上是一保障小黨權利的制度，或許因為顧慮到無盟的意

見，國民黨一直到第七屆在立院中掌握過半席次後才將協商期

會法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案、漁會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九條之一

條文修正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

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案、社會救助法第二十六條

條文修正案、核能第四發電廠違法停建損害追償條例、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三筆、原住民保留地造林補償條例、勞工保險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案、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52 聯合報，尚毅夫、林河名、陳志平，2007。
53 實際上，第六屆中確實有國民黨立委提案將黨團協商期限修改為一個
月，然而該提案最後卻也因為政黨間沒有共識而停留在朝野協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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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短為一個月。

從本章節對於國民黨與國親黨團未過提案分析中發現，

有時候其提案的優先性是會隨時間而變動的，例如前面提到因

應總統大選而提的案子，在過了選前的最佳通過時間後，因為

優先性降低而不再是國親聯盟優先推動的目標。這也顯示本文

量化分析中，多黨組成多數聯盟時期的提案通過率有可能被低

估。

在本節詳細檢視第五、六屆國親黨團提案的審查情況後發

現，多數聯盟在積極議程設定的運作上，由於兩黨偏好差異與

審查成本提高的影響，使其積極議程設定在此時期較為減弱。

加上民進黨在議事策略上利用國親聯盟此一弱點，使不少提案

因遭杯葛導致處理成本提高、錯過最佳三讀時機而未處理。這

些因素加總造成整體第五屆國民黨提案三讀機率低落，單從統

計結果來看將無法觀察到的這些現象，也使國親提案的通過率

被低估。此外，在第六屆五、六會期時，親民黨配合國民黨運

作，使國民黨如同單一多數黨般具有相對較高積極議程設定能

力，並通過不少自己的黨團提案。

伍、結論

過去為了解釋美國國會立法過程而發展出的立法理論，例

如程序聯合壟斷理論與條件式政黨政府假說，都對立法組織以

及政黨何時與如何影響政策結果提出重要觀點，但對立法多數

在黨內同質性與黨際分化程度發生變動時的積極議程設定權並

未提供任何理論預測。此外，由於這些理論假定立法機構中總

是存在一多數黨，使其在其他未必有多數黨的立法機構中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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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受到限制，台灣的立法院即是一例。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提出一個嶄新的積極議程設定理論，

以此解釋多數聯盟在不同條件下的積極議程設定權與立法成

功，並藉以提出國內外立法文獻中未曾提及的假設。本文建構

一個簡單的決策模型，解釋多數聯盟在什麼情況下較能順利的

運作積極議程設定權並通過自己的提案。模型預測多數聯盟的

立法成功相當程度取決於提案的推動成本與優先性，當多數聯

盟是由多個政黨組成或聯盟席次較少時，推動成本會較高，因

此降低其提案通過率。此外，模型也預測在分立政府時期，若

行政院實際提案優先順序與多數聯盟有差異時，則會對行政院

提案的通過造成負面影響。若無差異性或行政院策略性地提出

多數聯盟較關注的政策時，則分立政府不會有影響。

為了對模型推導出的假設作檢驗並獲得更穩固的經驗分析

結果，本文蒐集第二屆至第六屆（1993-2007）所有的立法提

案（包含被程委會阻擋而未排入一讀之提案），總數將近一萬

個。本文大部份的假設在經驗分析結果與質性分析中獲得相當

的支持，顯示出多數聯盟的積極議程設定權能力相當程度上受

到協商成本與提案優先性的影響。此外，有別於先前的研究結

果，本文發現分立政府並未對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造成任何顯

著的影響，此結果對於我們在理解台灣立法僵局與行政立法關

係上有很大啟示，同時也強烈挑戰過去學術界與媒體所形塑藍

綠無法共治之刻板印象。

針對分立政府對行政院提案通過率的影響，本文區別行政

院提案優先順序原始偏好及其實際行動。後者指的是行政院可

能會通盤考量其原始偏好及多數黨提案優先順序偏好，而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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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或妥協地提出某些提案及其優先順序。換言之，本文結

果並未否定行政院原本的施政順序偏好在分立政府時期與立法

院多數聯盟很不一樣的可能性，不管此可能性是否受到支持，

皆正面肯定目前憲政機制，畢竟，所謂分立政府即是行政權與

立法權互相制衡、妥協與影響。

本文對是否多數聯盟提案或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較高也

有所啟示。我們從盛杏湲（2010）的經驗分析結果發現，第六

屆多數聯盟的提案（也就是國民黨或親民黨提案）通過的機率

比行政院提案來的低。本文利用第二至六屆資料，我們的結果

因此給予更完整的圖像：在多個政黨組成多數聯盟時期，多數

聯盟的提案通過的機率比行政院提案來的低，但在單一多數黨

時期（例如第二、三屆），其提案通過機率事實上是不亞於行

政院提案。但不管在那個時期，提案者之提案通過高低皆無法

被解釋成此提案者之立法影響力，此乃因提案者可能會策略性

的提案，也就是說，考量多數黨的偏好而決定是否提案及提何

案。如此策略性行為之可能性，阻礙吾人將提案通過率高低解

讀成提案者之影響力。就我們所知，本文提出此概念為國內外

文獻中之創見，盼未來研究者更小心翼翼解釋提案通過率之意

義，且應避免與立法影響力做直接連結。

本文對一致與分立政府對行政院提案通過機率的分析，基

本上是建立在過去的經驗研究上。也就是說，過去及本文在分

立政府影響的研究上，皆納入所有提案做分析而未區別每一法

案的重要性差異，但每一屆中皆有不少零星或例行公事的行政

院提案，因此本文這方面的結論在控制法案的重要性後是否仍

然成立，值得未來做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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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文創新地推演出新假設及蒐集與分析大量資

料，希冀可以對國內外立法文獻有所貢獻。就我們的研究結果

而言，部份發現是與過去研究截然不同，而即使有些發現並非

很令人意外，但也是首次被提出。更重要的，我們的經驗發現

（empirical finding）皆有其演繹基石，而本文緊密結合理論與

經驗分析，正提供了理論模型之經驗意涵（Empirical Implica-

tions of Theoretical Models, EITM）途徑的另一例子，有助對此

途徑的發揚。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理論架構的發展上，開啟了一個研

究其它政治體系立法機構的新途徑，本模型可直接運用在任何

僅有單一立法樞紐而多數黨未必存在的立法機構中。對於那些

有多個立法樞紐的立法機構，本模型也可藉由納入其他樞紐角

色進行擴充，並解釋他們如何與其他立法樞紐進行策略互動，

這使得對積極議程設定進行嚴謹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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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legislative theories, which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legisla-

tive dynamics in the U.S. Congress, presumes the existence of a majority 

party in a legislature and fails to provide predictions about positive agenda 

power of a majority under various degree of intra-party homogeneity and 

inter-party heterogeneity.  Offering a theory of legislative majority coalition 

to explain its positive agenda power and proposal passage in the Taiwanese 

legislature, where only a single pivot exists, this paper hypothesizes that a 

majority coalition’s ability to exert its positive agenda power depends on 

passage costs (e.g., a majority coalition formed by a single party or mul-

tiple parties and the size of a majority coalition) and priority of its propos-

als. We collect all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s raised from the second through 

the sixth term (i.e., 1993-2007) to obtain more robust empirical resul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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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 the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our model. Our empirical and quali-

tative analyses render strong support for all of our hypotheses.  Moreover,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empirical findings, we find that divided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impact on government proposals. This find-

ing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legislative gridlock 

and the legislative-executive relationship in Taiwan.

Keyword: Legislative Yuan, agenda setting, divided government 


